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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有到共享：
企业数据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

方 政，于沛楹，张晓峰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随着算力发展和算法普及，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企业是开发和利用数据的主体，引

导企业有序参与数据流通，有助于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然而，由于数据要素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企业为构建

与维持竞争优势，倾向于对核心异质性数据的排他性控制；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则要求推动数据充分流

通，推动数据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成为可交易、可复用的生产要素。因此，如何实现企业数据有效治理、优化数据

要素应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剩余权利优化配置，探析企业数据治理痛点，进而

提出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企业异质性数据权益的基础上，构建企业、行业、国家多层次协同数据治理框架，消除企

业因担忧权益受损而拒绝参与数据流通的顾虑。本文为如何将企业私有数据转化为共享生产要素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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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立健全数据产

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数据要素基础制度。近年来，随着国家稳步推进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和“东数西算”工程落地，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以及基础性、

战略性资源。然而，随着企业对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的提高，未来市场中可流通的新增异质性数

据供给可能趋于收缩。2024年 12月，国家数据局联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指出，加强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是推进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实现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重要举措，是更好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市场环境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企业不仅是数据要

素生产的主要贡献者，更是推动数据流通、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主体。因此，如何推动企业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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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数据流通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中之重。

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一方面，数据要素可以多方共享与

复用而不会减损价值，这为数据流通共用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可以通过技术、制度

手段控制或限制他人访问与使用，这为企业通过占有数据构筑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在宏观政策

视角下，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旨在立足数据的非竞争性特

征，推动企业数据汇入统一要素市场，使数据在流通中释放最大价值。在微观企业视角下，以维

持竞争优势和实现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倾向于基于排他性强化对核心数据的独占与控制，企业数

据在实践中难以响应政策引导而充分流通。从长期看，这不仅会使数据流动性枯竭，也会导致数

据要素市场失序，进而推高数据市场的交易成本。如何通过优化数据剩余权利配置，在保障企业

对异质性数据享有排他性权利的同时，有效引导通用性数据充分流通，推动企业私有数据转化为

全社会共享的数据生产要素，成为亟待解决的数据治理问题。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开始关注公共数据治理，侧重于事前界定各方在数据要素上的

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防范数据流通与共享中的潜在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

企业在数据流通与共享中所扮演关键角色的深入探讨，忽视了数据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双重

属性，也未能阐明为何企业难以有效融入当前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缺乏针对企业数据治

理的系统性方案。因此，本文超越“非公即私”的二元对立思维，引入不完全契约理论，构建多

层次协同的数据剩余权利配置机制，旨在赋予不同主体差异化的剩余权利，既通过数据的排他性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又利用数据的非竞争性促进其有效流通。在理论层面，为系统认知数据要素

的特殊性并开展针对性治理提供了完整框架。在实践层面，为深化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分析企业数据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拓

展了数据治理的研究视野。现有研究无论是强调数据的非竞争性（即主张通过数据全面流通充分

释放价值），还是强调数据的排他性（即主张通过封闭数据保护企业权益），均难以全面把握数据

要素的特性。本文兼顾数据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阐明非竞争性是数据流通与共享的先决条件，

排他性则为企业开发利用数据提供保障和激励，企业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依赖于双重属性间的动

态平衡。第二，本文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构建了数据治理的理论框架。现有研

究多从单一理论视角出发，未能充分认识数据治理的复杂性。本文将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

理论纳入同一框架，提出数据属性和企业行为的叠加影响导致数据流通和治理成本高昂，因而数

据治理应从最优契约转向不完全契约，通过动态合理配置剩余权利，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第

三，本文构建多层次协同治理体系，提供了数据治理的实践方案。针对企业作为数据要素主要贡

献者却难以有效参与数据流通的现实问题，本文构建了多层次协同治理框架。本文认为，在企业

层面，构建数据流通的微观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实现数据弹性治理；在行业层面，推动企业数据

协同治理，营造数据流通中观生态；在国家层面，完善相关制度，构建数据流通宏观框架，形成

企业数据治理的系统方案。

二、文献回顾：从公共存量数据治理到企业增量数据治理

作为驱动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数据的战略价值在当今时代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Luhn指出，数据信息的规模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而商业活动的关键在于能否快速、准确

地处理数据信息［1］。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迭代与商业实践的发展，数据不仅呈现指数级的规模增

长，其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赋能和企业外部规制两条脉

络展开，分析数据的作用及其治理方式。

从企业内部赋能视角看，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企业能力和企业组织效能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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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力维度，学者普遍认为，大数据催生了新型决策范式，助力企业准确把握市场机遇、快速

响应变化，从而提升决策质量和企业绩效［2-4］；大数据分析有助于企业获取创新资源［5］，数据治

理能力在构建企业动态能力中发挥关键作用［6］。就数据赋能企业能力提升的路径而言，陈国青

等系统阐释了大数据环境下决策范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逻辑，明确了数据作为使能要

素对决策创新的支撑作用［7］。魏江和应瑛论证了数据要素转化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内在逻

辑［8］。焦豪等在动态能力研究的述评中进一步强调，数字情境下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应以数据

要素为核心载体［9］。谭云清和薛芳则认为，数据能助力企业精准理解环境变化、实现持续增

长［10］。在企业组织效能维度，Bharadwaj等认为，数字业务战略应以数据资源为核心，打破企业

内部传统职能壁垒，灵活更新产品和服务［11］。Baesens等则认为，企业通过多渠道、多维度的数

据获取与分析，反向推动内部组织的适应与更新，从而避免组织惯性阻碍数据应用［12］。总体而

言，企业内部赋能视角的研究侧重于数据的排他性，即强调企业通过独占数据打造竞争优势。

从企业外部规制视角看，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关注数据流通治理和制度设计，主要围绕概

念辨析、规则设计和效果验证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在概念辨析方面，陈晓红等认为，在以数据要

素为关键资源的数字经济体系中，现代产权理论的内容构成将面临调整［13］。戴昕从关系进路出

发，认为数据界权应从绝对财产权模式转向基于使用关系的场景化配置［14］。王利明系统讨论了

数据确权的制度基础和分层思路［15］，熊丙万和何娟则从经济分析角度论证数据确权的理论方法

与现实意义［16］。胡凌认为，数字市场秩序的形成和要素流动并不以要素的明确确权为前提［17］。
丁晓东进一步从公平利用的法理出发，提出制度重构应优先保障合理使用而非彻底确权［18］。在

规则设计方面，宁园认为，数据财产权益配置方案应覆盖数据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即在生产端

保障投入者权益、在流通端释放数据的非竞争性价值［19］。崔国斌认为，企业数据产权保护应当

将现有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与公开数据特殊保护立法相结合［20］。孔祥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框架内设计了数据保护专条的具体方案［21］。时诚从数据的可交易性出发，探讨

了数据交易中的契约规则和履行机制［22］。在效果验证方面，伴随相关政策陆续出台，研究焦点

从企业数据流通治理的初步探索［23］扩展至公共数据开放的效益探索。方锦程等以政府数据平台

上线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4］。耿春晓等识别出公共数据开放

可以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25］。谢佳松等认为，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推动了企业开放式创新［26］。郭

家堂、王红梅等分别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维度和民生性财政支出维度剖析公共数据开放的宏观效

益［27-28］。潘俊等、王海等、蓝发钦等则进一步下沉到企业投资、产能利用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等

维度，明确公共数据开放市场化效果的微观支撑［29-31］。总体而言，企业外部规制视角的研究侧

重于强调数据的非竞争性，即通过概念辨析和规则建立促进数据流通共享。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以完全契约为理论基点，但对完全

契约的局限性、数据流通的困境并未进行详尽分析。虽然部分学者在不完全契约视角下探索了数

据交易悖论［32］，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数据的非竞争性，忽视了企业数据的排他性，难以有效

指导企业数据流通与共享实践。第二，现有研究主要以公共数据开放为切入点确定研究对象，尝

试探索政策引导下非竞争性的存量公共数据流通与共享问题，而未能充分讨论具有排他性的企业

增量数据流通与共享问题。具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部门等事业单位建立数据开放平

台，以促进数据流通与共享。然而，作为增量数据的关键供给主体，企业增量数据流通与共享问

题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这制约了企业数据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因此，在综合考虑数据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如何整合内部赋能和外部规制双重视角，既

保障企业自身数据权益，又推动企业数据有序参与流通并实现有效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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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数据治理困境的理论探索

系统分析企业数据治理困境并探索优化路径，必须将问题置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背景和国

家战略之中。

当前，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依赖于算力、算法与数据的协同发力。在国家的统筹下，通过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和枢纽节点的集中建设，算力已逐步实现高效稳定供给，东部数据与西部算力

资源实现跨区域高效调度，为海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算法正在通过开源生态与多种行业场景加速结合。从大语言模型到计算机

视觉、从推荐算法到智能决策系统，各类算法框架在制造、医疗、金融等领域快速落地，这不仅

显著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也驱动着不同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在算力和算法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数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这是因为数据要素不仅可以通过流通与复用持续创造新价值，还能够通

过与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以激发创新活力，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的程度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

关。因此，伴随着算力和算法条件的日益完备，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效、可

信、公平的数据要素市场，充分释放数据的巨大潜能，已成为数字经济向好向优发展的必由之

路。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需要具体治理措施来支撑，而治理措施的科学设计

建立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国家战略及政策演进脉络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在系统分析企业数

据治理困境并探索优化路径之前，应结合国家战略，在政策的部署与演进中厘清数据要素治理的

主线。2019年以来，中国为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所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部署，揭示了当下数据要素治理困境的症结所在和破题方向。国家层面数据要素相关政策文

件及演进脉络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层面数据要素相关政策文件及演进脉络

演进阶段

要素地位确立

（2019—2020年）

制度框架构建

（2021—2022年）

组织保障强化

（2023年）

深化实施推进

（2024年）

发展方向锚定

（2025—2026年）

代表性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
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
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
—202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的意见》《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促进
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政策重心

确认数据为生产要素，健全数据由市场
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明
确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
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鼓励市场
主体探索数据资产定价机制，探索“原
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交
易范式，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用
规范

组建国家数据局，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
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
利用，推动数据要素治理从分散管理走
向集中统筹

以数据要素高水平应用为主线，推进数
据要素协同优化、复用增效与融合创
新；增加公共数据供给，提高公共数据
资源配置效率；健全企业数据权益实现
机制；将数据产业明确定义为新兴产
业，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明确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健全数据
要素基础制度；完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
置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
体系，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
数据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政策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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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 2019年以来的政策演进，数据要素治理的主线逐渐清晰。一方面，国家通过构建数据

要素市场，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释放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价值。另一方面，国家日益注

重通过授权使用、收益分成等机制，界定与保障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回应各主体维护数据排他

性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政策的双向发力体现出当下企业数据治理困境根植于数据要素的

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厘清数据要素双重属性的内涵、共存机理及其外化影响，成为构建企

业数据治理框架的逻辑起点。

基于上述政策背景，应分别阐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并在不同治理情境下理解其

内涵。首先，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源于数据的虚拟本质。作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数字化记录与描

述，数据实质上是由 0和 1构成的比特串，其使用不具有物理损耗性［22］。因此，同一组数据可以

被多个主体同时、重复使用，而不减损其信息内容或效用，边际复制成本近乎为零。这种特性使

得数据的复用几乎不产生任何损耗，因而相关政策从效率维度要求数据充分流通与共享，以最大

化社会总福利［33-34］。其次，数据要素的排他性源于法律、技术和商业策略的人为构建。尽管数

据本身易于复制和传播，但数据持有主体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加密、访问控制、API接口管理

等）和制度安排（如合同法、商业秘密保护、产权界定等），实现对数据获取与使用的排他性控

制［22］。企业尤其有强烈动机构建这种排他性，因其投入资源清洗、加工、分析而形成的高价值

数据及其衍生品，是企业构筑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利润的核心资产［35］，这种排他性在数据作为

企业私有资产的场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之所以能够共存于数据要素之中，是因为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具有高度的

场景专用性和过程性。场景专用性体现不同应用场景中数据价值会针对性发生变化，过程性则体

现数据从产生到价值释放，需要经历采集、清洗、验证、应用等一系列环节。原始数据的非竞争

性赋予其作为原材料被无限共享的技术可能。然而，数据要素必须与特定的算法、算力、商业场

景及企业的专项投资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36］。正是在上述从加工到应用

的价值链中，排他性产生。企业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会对数据经由投资与开发产生的价值增量保

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防范被他人无偿占用乃至窃取［37］。综上所述，非竞争性描述的是

数据要素作为信息载体的技术特征，为数据在流通中充分释放价值提供了良好条件；而排他性则

凸显了数据要素作为经济资产的产权和利益分配特征，为激励数据生产、投资和高质量供给提供

了必要条件。

在实践中，数据要素双重属性进一步外化为两个特点：支撑数据开放流通的非竞争性，因权

属界定尚未完善，外化为产权边界模糊特征；而支撑数据控制和收益的排他性，由于数据的权益

在流动与增值中极易产生归属模糊和分配纠纷，外化为数据权益流动性的特征。本文将从数据自

身特点与企业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叠加影响展开，揭示企业参与数据要素改革的阻

力来源和形成机制，为企业数据高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一）数据产权边界模糊和企业有限理性的叠加影响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的首要特点是产权边界模糊。与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

数据在产生、流转和再利用过程中，其产权边界随时可能发生改变。例如，在描绘车主的行车路

线时，车辆运行数据应归属车主个人隐私范畴，体现了数据的私有属性；但当海量车主的行车路

线汇聚形成城市道路特征的数据集时，又体现了数据的公共属性。同理，患者医疗健康数据属个

人隐私范畴，但在经过脱敏与积累之后，便能够揭示病理，为药物研发提供重要支撑，具有重要

的公共价值。传统产权制度预设清晰的权属边界，难以适配数据的复杂混合特性，无法为数据的

流通与交易提供有力支撑［38］。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产权边界模糊特征和企业有限理性形成了叠加影响。企业受制于信息不

对称及未来高度不确定性，难以在制定规则或签订合约时预判未来的所有可能性，无法精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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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权属［39］。面对数据产权边界模糊特征，企业有限理性约束被进一步强化，不仅无法设计

与数据流通相关的事前最优契约，也难以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独立牵头制定数据标准和流通规

则，这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数据流通的效率和可靠性，抑制了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二）数据权益流动性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叠加影响

数据的第二个核心特征在于其权益流动性。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要素

的价值释放高度依赖规模效应，当数据要素的价值伴随着规模扩张而迅速上升时，其权益所属却

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愈发模糊。单一数据的价值有限，其权益归属通常较为清晰。然而，当大量

数据融合形成规模化的数据集时，其整体价值便会呈现指数级增长。在数据汇聚与价值指数级增

长的过程中，原始数据提供者的个体贡献被高度稀释，其权益趋于模糊甚至难以追溯［40］。这种

权益的流动性与贡献的难以追溯性，使得围绕数据流通与利用的契约呈现不完全契约的特性，大

量关于数据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配的决策权难以在事前明确界定，从而形成了剩余权利。现行

以排他性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框架滞后于数据要素的动态特征，缺乏能够有效界定和分配数据剩余

权利的治理措施，也难以回应数据流动与重组过程中产生的权益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这成为阻

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瓶颈。

同时，数据的权益流动性与交易成本理论中第二个核心假设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叠加影响。当

数据要素的个体贡献难以清晰界定、价值无法精确追溯时，掌握数据整合能力、算法工具或市场

优势的平台企业或大型科技企业易凭借不对称地位优势，以隐蔽的方式攫取甚至独占本应属于数

据来源者及其他参与方的价值［41］。这加剧了数据权益分配的不公正性，并显著增加数据流通过

程中的监督成本和解决纠纷的成本。这会导致企业进行数据要素配置时趋向于内部独占而非开放

流通，抑制协同生态的形成与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在数据自身特点与企业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的叠加影响下，企业为构建与维

持竞争优势，倾向于对核心数据进行独占与控制；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则要求推动数据充

分流通，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成为可交易、可复用的社会化生产要素。如何基于数据要素特征设计

有效的治理模式，成为释放企业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

四、企业数据治理模式设计：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企业选择数据治理模式要权衡数据的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在市场模

式、一体化模式和混合模式之间择优，以实现治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一）市场模式：促进数据流通，但面临高交易成本与实践困境

市场模式是指企业依托价格机制自发开放数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数据流通，加速

全国数据市场形成，但其弊端同样明显。首先，数据产权边界模糊、权益流动性强的特点导致可

进入市场流通的数据范围难以清晰界定，数据来源者、数据采集者、数据处理者与数据使用者之

间的权益边界并不明确，并且数据在流通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生权属的转移与衍生，导致交易标的

的界定成为难题，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形成尚需时日，短期内难以形成市场自发秩序。其

次，数据流通中各主体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企业由于担忧开

放自身数据后所获收益无法覆盖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便会倾向于维持数据独占状态而非参与流

通。更重要的是，在数据流通过程中涉及的契约，受制于数据要素产权边界模糊、权益流动性等

特点，实际上难以在事前完全确定所有细节，这进一步放大了数据流通的风险和成本。现有研究

表明，市场中各主体普遍因标准难、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交易难和监管难等问题而陷入不

敢流通、不愿流通的实践困境［39］。据此，市场模式难以实现企业数据的有效治理。

（二）一体化模式：抑制数据流通风险，但引致高治理成本与创新抑制

一体化模式则表现为企业将数据完全内部化，通过强化对自身数据的独占和控制规避外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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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不确定性，这种治理模式同样存在明显弊端。首先，一体化模式会导致高昂的内部数据治理

成本，企业为维持封闭数据系统，需要在数据采集、存储、清洗和安全防护等环节持续投入大量

资源，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张与数据类型的多样化，企业内部整合和管控数据的边际成本呈现上升

趋势。其次，数据价值化即数据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交互融合，并匹配到应用场景的过程［35］，
这使得单一企业难以与多元异质性应用场景充分碰撞、融合，阻碍数据的更新迭代和价值创造、

降低企业模型和算法的竞争力，导致企业在面对外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时缺乏足够的适应能

力。据此，企业选择一体化数据治理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规避外部流通的不确定性，但是会造成

内部治理成本不断上升与创新能力持续下降，最终削弱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综上所述，企业在选择数据治理模式时，单纯依赖市场模式，会受到数据要素特征与企业行

为的叠加影响，企业面临高风险和高交易成本；而单纯依赖一体化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抑制

风险和交易成本，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数据创新不足和内部治理成本上升的问题。鉴于市场模式

和一体化模式各自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混合治理模式随即成为实现企业数据有效治理的潜在

路径。

（三）混合模式：从完全契约困境到不完全契约优化路径

完全契约下的混合模式尝试通过完备的契约设计实现数据流通。然而，数据产权边界模糊和

权益流动性特点使得混合模式的参与方无法事前明确增量数据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权责归属边界。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均有强烈动机单边控制高价值数据，从而巩固自身地位、加强防御性措施和

降低自身风险。这会导致合作体内利益分配混乱和责任模糊，难以建立可持续的信任和协同，最

终降低混合治理模式的稳定性［42］。
然而，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指导下，混合模式可通过优化数据剩余权利，保障企业异质性数

据权益和引导通用性数据流通。对于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形成的异质性、高价值数据，应赋予企业

相对较强的剩余控制权，保障企业合理权益、激励其持续投入数据生产与加工；对于企业投入相

对较小、通用性较强的数据，则应赋予企业相对有限的剩余控制权，引导其进入流通环节。综上

所述，通过引入不完全契约，混合治理模式既强调数据的排他性，以保护企业合理权益，也强调

数据的非竞争性，以引导其有效流通，将原先仅供企业自身使用的数据，转化为其他主体也可通

过合理手段获得并使用的生产要素，最终推动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实现数据资源配置效率

和效益最大化。因此，企业数据治理应在混合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不完全契约，以数据剩余权

利优化配置为核心，在数据供给和使用主体间有效配置剩余权利，从而促进企业数据的流通与

开发。

五、企业数据治理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构建多层次协同治理框架

由于数据要素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叠加影响，完全契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企业数据治理的关

键应从追求完全确权转向对数据剩余权利进行合理配置。因此，企业、行业、国家应构建多层次

协同治理框架，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推动数据流通。多层次协同治理框架在保障企业

对其核心数据享有必要剩余权利的同时，通过系列措施引导、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数据流通，将原

先仅供企业自身使用的数据，转化为其他主体也可通过合理手段获得并使用的生产要素，达成企

业数据私有与共享的动态平衡，实现企业数据有效治理。

（一）微观层面实践路径：以剩余权利优化配置实现弹性治理，构建数据流通微观边界

在企业数据治理的过程中，企业既要保护核心数据以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又要推动数据走向

流通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这两者之间的权衡成为企业能否融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

关键，也使得企业需要通过数据认知提升、组织架构完善与业务融合创新，实现数据的有效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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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业应提升数据认知水平，突破非私即公的对立思想。企业应将自身数据细分为不同

类别并予以差异化治理［43］，对于核心稀缺增量数据，应强化控制并明确权属，以维持竞争优势、

塑造核心竞争力；针对次核心数据，应积极探索授权使用和权益分成模式，在保留数据控制权的

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适度开放，授权他人在特定场景和期限内使用［44］，实现私有与共享之间

的动态平衡；针对通用存量数据，应主动推动数据开放，促进数据在合规前提下广泛流通与再利

用，在流通中实现价值充分释放。其次，企业应完善组织架构。强化首席数据官的治理效能，推

动数据标准的落地实施。首席数据官可以根据企业增量数据的异质性程度，实施差异化的管控策

略，并以剩余权利配置优化为核心，健全企业数据管理制度。最后，企业还应通过深化内外部数

据业务融合与应用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竞争力。一方面，企业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

健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内部规范和技术体系，在保障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打造高价值、小

切口及跨区域、跨领域的数智化应用场景。另一方面，企业还需加强数据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通

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实训基地等方式，定向培养数据治理、分析、合规等领

域的复合型人才。

综上所述，通过认知提升、组织完善和业务融合，企业可将数据流通的摩擦力转化为驱动

力，在私有与共享的动态平衡中结合自身特征灵活选择，实现有效治理与价值释放，助力数字经

济向好向优发展。

（二）中观层面实践路径：以剩余权利优化配置推动协同治理，营造数据流通中观生态

在企业数据治理中，行业肩负打破企业“数据孤岛”、构建行业协同生态的枢纽职责。行业

应通过优化企业间数据剩余权利配置，促进数据从孤立囤积转向协同流通，形成开放有序、安全

高效的数据流通行业生态。

首先，行业应构建分类分级的数据标准体系，提升数据流通效率。由于数据具有排他性，不

同企业间的数据格式与标准存在差异，这使得企业在参与数据流通的过程中，面临高昂的搜寻和

整合成本。因此，行业应在国家标准框架下制定细化的行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确保数据在行业

内流通格式的统一；同时，行业也应充分尊重各企业的特殊性，允许企业结合自身业务特征和需

求，进一步细化行业内数据分类标准。此外，不同行业也应协同建立跨行业的数据统一格式和标

准，并根据技术演进实时调整，从而在满足行业内数据治理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行业间数

据的流通效率［18］。其次，行业应根据企业所贡献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提供相应保障与激励，促进

企业开放数据。企业在开放数据时可能由于其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承受损失，因而行业需构建

完善的行业激励和补偿体系，解除企业逐步开放数据的后顾之忧。在行业保障下，企业既可以保

留对部分数据的剩余权利，也可以让渡部分数据权益以获得来自行业的激励与补偿。对于提供稀

缺增量信息的企业，其数据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和不可替代性，行业应在收益分配中给予倾斜与

支持；对于提供通用存量信息的企业，其数据的边际贡献有限，行业应在收益分配中根据数据规

模适当给予激励，最终通过差异化的贡献评价将各个企业孤立的数据转化为流通的行业资源［45］。
最后，行业应建立全周期风险防控机制，保障数据流通的合规性与安全性。行业应建立数据专业

委员会，对数据流通中各方实际享有的剩余权利进行清晰界定，并结合数据类别识别其在流通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在此基础上，行业还应建立覆盖数据流通全周期的动态监测系统，设

立风险预警与熔断机制，对企业剩余权利的实际行使情况实时跟踪，在发现数据泄露、权属纠纷

等情况后能够及时预警并暂停相关数据活动。

综上所述，行业通过建立标准体系、完善保障机制和强化风险防控，在灵活分配剩余权利的

基础上营造多方互信、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生态，从而为数据在私有与共享之间的平衡与转化提

供完善的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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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宏观层面政策建议：以剩余权利优化配置引领制度建设，构建数据流通宏观框架

在企业数据治理的过程中，宏观制度建设是引导企业数据从封闭独占走向开放流通的宏观基

石。由于数据具有排他性，企业可以通过控制或禁止他人访问与使用自身数据，维持竞争优势、

塑造核心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形成。宏观制度建设应以此为切

入点，通过强化企业参与数据流通的制度保障，弱化企业独占数据的动机，即国家构建一个既能

有效保护企业数据权益，又能促进企业数据流通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需要国家数据

基础制度从静态的权利界定转向动态的剩余权利配置。

首先，国家应构建明晰的多层次数据权益保护制度，针对不同类别的数据实施分类分级保

护。由于数据不同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具有产权边界模糊和权益流动性强的

特点，因而其治理不能简单套用既有产权制度。国家在构建企业数据权益保护制度时，应通过立

法系统性规定企业对其合法开发或利用的数据享有持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财产性权益，

并严格禁止未经授权的获取、使用和披露等数据侵权行为。对于难以获得的增量稀缺数据，国家

应侧重保障企业对这类数据的排他性权益，充分激发企业开发和利用数据的积极性；对于相对容

易获取的通用存量数据，国家应侧重规范其流通流程和使用边界，充分保障数据的合规流通。其

次，国家应设计多元化的数据收益分配制度，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激励企业

参与数据流通，并进一步鼓励企业探索授权使用和收益分成等模式，引导企业根据数据所属类别

和应用场景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措施。国家通过上述制度建设搭建数据安全和流通的桥梁，使得企

业能够根据自身所贡献的数据和承担的风险获得合理收益，用数据流通的经济效益逐步化解企业

因排他性而导致的独占数据的动机。

综上所述，国家通过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优化数据剩余权利配置，构建开放共享安全的宏观

框架，引导企业在保障核心权益的前提下，主动参与数据要素流通，在私有与共享间实现平衡，

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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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rivatizing to Sharing: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Agenda for Enterprise Data Governance

FANG Zheng, YU Peiying, ZHANG Xiao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ummary： As the primary actors in data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data circul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data value. Existing research either emphasizes data exclusivity from an internal enterprise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or highlights non‑rivalry from an external regulatory standpoint, failing to integrate these dual 
attributes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Moreover, most studies focus on public data, neglecting the issue of 
incremental data circulation by enterprises. Drawing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optimal residual rights allocation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behind 
enterprise data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blurred boundaries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interact with enterprises’ bounded rationality,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design ex‑ante optimal contracts. Meanwhile, the liquidity of data rights interacts with 
opportunistic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increasing monitoring and dispute costs during data circulation. These two 
interactive effects jointly elevate transaction costs, prompting enterprises to favor internal monopoly over open circul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ree governance models: market‑based, integrated, and hybrid models. 
While the market model promotes circulation, it faces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e integrated model 
mitigates risks but leads to high governance costs and innovation suppression; under complete contracts, the hybrid model 
encounters issues of unclear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mbiguity. Therefore, attention should shift towar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idual data rights,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enterprises’ rights over 
heterogeneous data and facilitating the circulation of general‑purpose data through a hybrid model under incomplete 
contracts.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involving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the state.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integrate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data‑non‑rivalry and 
excludability, and argues that their dynamic balance is a prerequisite for unlocking data value, thereby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data governance. Second, by combining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with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it 
reveal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ata characteristics and enterprise behavior is the root cause of governance challenges, 
offering a new theoretical pathway for data governance. Third, it proposes a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hat 
embeds residual rights allocation across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the state, providing actionable solutions for enterprise 
data governance.
Key words：enterprise data governance； digital economy；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residu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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